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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罗颂、罗愿的理学志趣与辞赋创作
——从《寄远辞》的作者问题谈起

王 彬

［摘 要］ 在南宋辞赋中，一篇名为《寄远辞》的作品颇值得注意。《全宋文》《宋代辞赋全编》等总集皆将《寄远

辞》系于罗愿名下，而实际上这篇作品的作者是罗颂。罗颂、罗愿兄弟虽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理学家，但二人受当时

社会风气的濡染，对理学怀有向慕之心。罗颂、罗愿的理学志趣对他们的辞赋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在

情志抒发、人物品评、体裁选择等方面。在理学视域下观照南宋辞赋，不应只关注理学家的创作，一般文人的作品也

不宜忽略，应在仔细分析文本、深入了解作者的基础上，判断其是否与理学存在关系。

［关键词］ 罗颂；罗愿；《寄远辞》；理学；辞赋

理学是盛行于南宋的主流社会文化思潮，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理学视域下

观照南宋辞赋，一篇名为《寄远辞》的作品颇值得注意。《全宋文》卷五八三三收录此辞，其云：

过黎阳而遂西兮，烦嘉友之临饯。道踌躇而屡顾兮，忽背驰而不可挽。幸介弟之勤我兮，

守权舆其益坚。人情岂其恶逸兮，虑我修途之易倦。粲高原与平隰兮，冰雪凛其同践。山负

石以当径兮，泥飞屐以相溅。喜招招以仰涉兮，又风涛之交战。几四载之皆乘兮，初不悟其已

远。亦既降乎庐阜兮，县尹告以舟办。谋不主于云梦兮，果若大江之为限。分渚陆之异遵兮，

弟亦曰予将返。试往阅于千颿兮，前车近其当鉴。挟忠信以临深兮，犹一觇而色变。爱我者

于是而委去兮，吾然后知所恃之惟天。宁戒惧之遂忘兮，托命于南公之鸡犬。舍亲戚与坟墓

兮，初岂以易刍豢。抑甚珍其所怀兮，每欲弃置而未忍。行四方以经营兮，膂力犹幸其可勉。

荆又用武之国兮，庶几少施乎吾辩。至天性之燥湿兮，盖终身陋巷而不厌。非将老无闻之为

病兮，且安往而不乐其贫贱？独夫人之信此兮，跂予望之而不之见。秋兰何时其可致兮，聊以

报乎足茧。①

此辞又收录于《宋代辞赋全编》卷一八②、《历代辞赋总汇》宋代卷③。在这几种总集中，《寄远辞》作者

皆署名罗愿。

罗愿（1136—1184），字端良，号存斋，徽州歙县（今安徽歙县）人。罗汝楫子。汝楫有六子，愿排

第五。其四兄为罗颂（？—1191），字端规，亦有文名，与愿合称“二罗”，曾得到周必大、朱熹、楼钥、杨

万里等人推誉。

细读《寄远辞》，其中蕴含的作者信息与罗愿的生平事迹不甚相符，倒与乃兄罗颂的履迹若合

一契，因疑此辞为罗颂所作，被误系于罗愿名下。下面试对《寄远辞》的作者问题作一番考辨，厘清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青年项目“理学视域下的南宋辞赋研究”（项目编号：21DZWJ02）。

［作者简介］ 王彬，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邮箱：a2008141008@163. com。

①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5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4页。

②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2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7-498页。

③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第4册），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637-36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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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史实，在此基础上探讨二罗的理学志趣，并分析这种理学志趣对其辞赋创作的影响。

一、《寄远辞》的作者 
为方便探讨《寄远辞》的作者问题，宜对辞中所写之事稍作疏解。“黎阳”是指黎阳乡，在徽州休

宁县内，而休宁县即在歙县之西①。此辞首二句“过黎阳而遂西兮，烦嘉友之临饯”是说作者从故乡

歙县出发，途经黎阳，此地有朋友给他饯行。“荆又用武之国兮，庶几少施乎吾辩”点明了此行的目

的地是“荆”。“荆”乃“荆州”，江陵之别称，即指南宋荆湖北路下辖的江陵府（今属湖北）。作者此去，

“施乎吾辩”，显然是要担任政府职务的。从徽州到荆州，路途遥远，作者的行程路线可以分为两段：

前一段是陆路，后一段是水路。

在前一段路程中，“幸介弟之勤我兮，守权舆其益坚”是言其弟送作者上任。“粲高原与平隰兮，

冰雪凛其同践”等语则是言其行程之辛苦。“亦既降乎庐阜兮，县尹告以舟办”标志着陆上行程结

束，将要转到水路了。“庐阜”即庐山，坐落于江州（今属江西），也就是说，作者从故乡歙县出发，一

路向西，抵达江州，此地“县尹”为他准备好了水路行程的船只。这时候，“分渚陆之异遵兮，弟亦曰

予将返”，其弟并没打算跟随作者赴任，只是送他登舟后，便要返回故乡。“试往阅于千颿兮”“犹一

觇而色变”等语是言水路之险，这条水路其实就是长江；“爱我者于是而委去兮”是指其弟返回，作

者只能独自前往任所。

此辞随后所写，大致是表现作者的志趣与抱负。文末“独夫人之信此兮，跂予望之而不之见”中

的“夫人”指的正是这首《寄远辞》所寄之人。由全文大意以及“聊以报乎足茧”等语可以看出，作者

所寄之人就是曾陪他走了一大段路程的“介弟”。在作者看来，其弟是深知他平生志趣的知己，因此

二人分别后，他想念日增，乃作此辞以寄之。

假设此辞的作者是罗愿，那么有一个问题必须要回答：罗愿曾到荆州任职过吗？罗愿的仕履情

况在曹泾《鄂州太守存斋先生罗公传》中记载得比较清楚：“绍兴二十五年，荫补承务郎，授临安府

新城县监税。连丁内外艰，服阕，监饶州景德镇税，有能名。乾道元年，监南岳庙，遂踵世科，才望斗

著。授饶州鄱阳知县，不乐往，主台州崇道观。八年通判赣州，遄摄州事。寇攘甫定，一以政清讼简化

美风俗为务”，“秩满，差知南剑州，陛对第一札主于富民，不为浮文，切中积弊”，“从臣亦交口荐之，

改畀鄂州”，卒于任②。曹泾在《鄂州太守存斋先生罗公传》中提到了他撰写此传的史料来源：“（罗

愿）曾孙婿黄仲宣山长以公之曾侄孙前容州文学洪所具生年官历卒葬之略来视，使润饰成篇，待附

家传。”③也就是说，曹泾对罗愿“官历”的记载是罗愿后人提供的资料，是相当可靠的。因此，在曹泾

《鄂州太守存斋先生罗公传》中看不到罗愿在荆州任职的经历，其实就意味着他不曾到荆州当过

官。而《寄远辞》内明言“荆又用武之国兮，庶几少施乎吾辩”，这便与罗愿的生平事迹不符。此外，

《寄远辞》中还提到了有“介弟”送行，罗愿排行第五，他倒是还有一个弟弟，名为罗颀。假如《寄远

辞》的作者真的是罗愿，那么送他前往荆州赴任的“介弟”则是罗颀。然而，现在也看不到材料能够

证明罗颀有送罗愿赴荆州任职的经历。总之，罗愿写作《寄远辞》的假设缺少史料支撑，难以成立。

《寄远辞》的作者实际上不是罗愿，而是罗颂，那个送兄长赴任的“介弟”才是罗愿。一方面，罗

①淳熙《新安志》卷四介绍休宁“县境”云：“县在州西六十五里，其境东西广长六十八里，南北一百七十九里百

二十步，东至歙县界二十八里。”可证其在歙县之西。又介绍休宁县“乡里”云：“黎阳乡，在县南。”参见赵不悔修，罗

愿纂：《新安志》卷4，清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

②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178页。

③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9 册），第 177 页。在《全元文》所录《鄂州太守存斋先生罗公传》中，“曾孙婿”原作

“曾孙侄”，“侄”为“婿”字之误，据明洪武本《罗鄂州小集》卷5附录《鄂州太守存斋先生罗公愿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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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确实曾到荆州任职。罗颂的生平事迹详见于罗颀《郢州太守墓志》，对于罗颂的仕履，罗颀概括

道：“绍兴二十二年，以先君任子恩，补承务郎，注临安府余杭县浣坎镇，改潭州南岳庙。连丁考妣

忧，除丧，监镇江府排岸，擢监行在左藏东库。未上省罢，差湖北司主管机宜文字、行在检点赡军酒

库所干办公事、通判镇江府、知郢州。”①这段话中提到的“湖北司主管机宜文字”的办公场所当在荆

州，在这篇《郢州太守墓志》中就提到：“其在荆州，帅叶公衡自谓幕中得天下士。”②据此可知，罗颂

曾在荆州任职是确定无疑的。罗愿作有《鹦鹉洲后赋》，其序云：“乾道六年，端规道鄂如荆，既感鹦

鹉洲之事，遇有以祢处士比盆成者，遂慨然为赋。愿览而继之。”③端规乃罗颂之字，罗愿此处明言罗

颂“道鄂如荆”，可见罗颂到荆州任职之事是十分确定的。上文指出，《寄远辞》作者从徽州到荆州经

历了陆路与水路两段行程，水路即是长江。以地图按之，鄂州与荆州均在长江沿岸，前往荆州确实

要经过鄂州④。也就是说，“端规道鄂如荆”与《寄远辞》中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面，罗愿也的

确曾送罗颂往荆州赴任。《寄远辞》中说作者的“介弟”陪他走完陆路，待他改走水路之时，其弟就返

回故乡了。罗愿《鹦鹉洲后赋》云：“日吾送兄湓浦兮，背长江而旋反。览吊祢之新词兮，惜吾行之不

远。”⑤“湓浦”即湓水，流经江州，地点所指，正与《寄远辞》中“亦既降乎庐阜兮”之“庐阜”相合。罗愿

说他送兄长罗颂至江州，“背长江而旋返”，与《寄远辞》中所写“介弟”之事若合符节。这显然不能以

巧合视之，唯一的解释是《寄远辞》的作者就是罗颂，而不是罗愿。

那么，为什么《全宋文》以及《宋代辞赋全编》《历代辞赋总汇》等书在收录《寄远辞》时把它的作

者署名为罗愿呢？这一错讹，其来也久，要回答这一问题，需从罗愿文集流传历程这个角度予以

揭示。

关于《罗鄂州小集》的流传情况，祝尚书在《宋人别集叙录》中已有考察，其云：“要之，罗愿文集

宋、元通行本为刘清之所刊五卷，其它各本似在影响之间，即或有之，亦久已失传。”又云：“上述各

本，至元季皆已难得。作者七世孙罗宣明（字传道）于元末访求抄写，得九十二篇，厘为五卷，又由赵

汸据旧刻本及抄本校证，去讹补阙，至明洪武二年（1369）方刊行之，赵汸等多人有序。”⑥也就是说，

《罗鄂州小集》的宋元刊本已不可得睹，今尚可见的是明洪武本。今核洪武本《罗鄂州小集》，发现在

此本中，《寄远辞》便被误收在罗愿名下。同样被误收在罗愿名下的还有乃兄的《鹦鹉洲赋》。换言

之，在洪武本《罗鄂州小集》中，罗颂之文被误收在罗愿名下的不止一篇。此本由罗愿七世孙罗宣明

所编，总体而言不够精审。《鹦鹉洲赋》为罗颂所作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罗愿在《鹦鹉洲后赋》序言中

明确说：“乾道六年，端规道鄂如荆，既感鹦鹉洲之事，遇有以祢处士比盆成者，遂慨然为赋。”所以

后来的《鄂州小集》（《粤雅堂丛书》本）将此赋剔除，其“凡例”中有说明：“《鹦鹉洲后赋》首云‘乾道

六年，端规道鄂如荆’，感鹦鹉洲之事，慨然为赋，‘愿览而继之’，则前一篇的是罗郢州作，误入小集

中，今为改正。”⑦今人所编《全宋文》《宋代辞赋全编》当然也没有将《鹦鹉洲赋》误收在罗愿名下。与

《鹦鹉洲赋》相比，《寄远辞》蕴含的作者信息不是很明显，需要详细分析文本并结合罗颂、罗愿的生

平事迹才能作出判断，因而长久以来，学者并没有意识到《寄远辞》为罗颂所作，一直沿承了洪武本

《罗鄂州小集》的讹误。今乃试为辨说，或可将此讹误纠正之。

从时间上讲，《寄远辞》与《鹦鹉洲赋》创作于同一时期，即乾道六年（1170）。这一年，罗颂前往

①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87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页。

②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87册），第272页。

③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59册），第254-255页。

④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44-45页。

⑤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59册），第255页。

⑥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049页。

⑦罗愿：《鄂州小集·凡例》，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至光绪十一年（1885）南海伍氏刻《粤雅堂丛书》汇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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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赴任，罗愿与其兄感情甚笃，一直将罗颂送到江州才返回。罗颂与罗愿分别后，十分想念罗愿，

这才写下了《寄远辞》。这辞便是寄给罗愿的。

二、罗颂、罗愿的理学志趣 
厘清《寄远辞》的作者问题后，我们再综合考察一下罗颂、罗愿兄弟二人的辞赋创作。罗颂现存

辞赋作品两篇，即《寄远辞》与《鹦鹉洲赋》；罗愿现存辞赋作品也是两篇，即《鹦鹉洲后赋》与《凤

赋》。值得注意的是，在罗颂、罗愿的辞赋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理学影响的痕迹，而现代学者却一般

不将罗颂、罗愿视为理学家，更倾向于将他们视为学者、文人①。那么，他们辞赋创作中的理学因素

该如何解释？这就需要分析一下二罗与理学的关系。

与朱熹、张栻等人相比，二罗的家学和理学应当是比较疏远的。他们的父亲罗汝楫因党附秦

桧，陷害岳飞，在历史上的名声不太好。罗汝楫是进士出身，不可谓“无学”，据《宋史》本传记载，宋

高宗曾和他有一段关于《春秋》的对话。高宗问：“或谓《春秋》有贬无褒，此谊是否？”汝楫对曰：“《春

秋》上法天道，春生秋杀，若贬而无褒，则天道不具矣。”高宗称善，且说：“自王安石废《春秋》学，圣

人之旨浸以不明。近世得其要者，惟胡安国与卿耳。”②高宗将罗汝楫的《春秋》学造诣与胡安国相提

并论，显然是在特定语境下刻意拔高了罗汝楫。宋代士人为了应举入仕，大多能遍读五经，罗汝楫

对《春秋》等经史之书有一定的了解与看法并不奇怪。罗汝楫对子嗣的教育，恐怕与当时的一般官

员差不多，主要是让他们修习科举之学。从罗汝楫的所作所为来看，他追求的是高官厚禄，对学问

本身并不热衷。科举之学与仕途紧密相关，他肯定会让他的儿子们修习能入仕的“学问”。对此，可

以找到确切的证据。在罗颀为罗颂所撰的《郢州太守墓志》中有云：“兄始为进士，屡上春官不第。其

为诗文至藏稿数十，笔力高古，时出奇诡跌宕，识者以为有西汉风。”③由此可见，罗颂年轻时受到的

教育就是“为进士”的科举之学。南宋科举分经义、诗赋两科取士，“笔力高古”“为诗文至藏稿数十”

的罗颂修习的应该是诗赋一科。罗愿的情况，想必与乃兄相差不多。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加之外在环境的影响，人的思想观念是会发生变化的。在二罗身

上，就发生过这样的变化，尤其是罗颂，他对自己的观念转变有明确说明。罗颂作有《古岩经藏记》，

此文中有不少推崇佛家的语句，如“尝闻佛之视斯人如慈母之于子，丁宁训敕，惟恐其未喻。而意之

所归，则有卓然而至当者”，然而这些都是应酬之文中的敷衍之辞。而且，罗颂的用语是“尝闻”，即

“以前听说的”，言下之意是说以前曾对佛学有兴趣。至于现在，罗颂则言：“予玩华而忘实，故晚未闻

道。方愿悔前所为，抱周孔之书而熟味之，以究夫性命之极。万一有所自得，而后考佛之书，取其与吾

儒合者，明著焉以授之，庶乎其有补。恐其不能待也，姑述旧闻。”④年轻时主攻诗赋，是为“玩华而忘

实”，等到年纪大了，方才渐渐“闻道”，悔恨前之所为。罗颂闻的是什么“道”呢？是“周孔之书”所载之

道，其以“性命之极”为核心要义。显而易见，罗颂所闻之道正是南宋时期十分流行的理学。理学是排

佛的，罗颂受僧人之请而作“经藏记”，当然不便在文中直接批评佛学。但他摆明了自己的立场——

“吾儒”，明确说自己不是佛家之徒。至于他在文中所说的赞佛之语，那只是“姑述旧闻”。这表明，在

以前修习科举之学时，罗颂曾涉猎过佛典，后来他的志趣发生了转变，对理学产生了向慕之心。

①如有学者认为：“罗愿古文系学者之文，为文高其理，古其意，敦儒尚学，细密精严，且于文体尝试新变，同陆

游等人的文士之文以及朱熹等人的道学之文鼎立而三，同为南宋古文家的代表。”参见李成晴：《被文学史遗忘的罗

愿》，《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7期。

②《宋史》（第3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723-11724页。

③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87册），第272页。

④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54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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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理学家普遍对兴建学校、书院等教育场所抱有极大的热情。在南宋后期理学成为官方哲

学后，兴学甚至演变成了一种制造“政绩”的手段，可以“钓声名，致膴仕”①。与之相应，南宋时期产

生了大量与教育场所有关的文章，如学记、书院记、祠堂记之类。对理学产生向慕之意的罗颂也撰

写了一些与学校有关的文章，现存《徽州修州学大成殿记》与《淳安县学斋堂六铭》。罗颂在《徽州修

州学大成殿记》中充分表达了对孔子的赞美：“天之于夫子，生则使之为木铎以驾其说，殁则使之奠

两楹以尊其道。然方其皇皇于外，盖犹有不至之国。今冕用十有二旒，谓其庙曰殿者遍天下。前者

创，后者继，相似而无终穷，如吾州之为，岂偶然哉？”②不难看出，罗颂亦是将孔子视为“道”的代言

人。《淳安县学斋堂六铭》之《养心斋》云：“行有玉，居有琴。散堙郁之积，防非僻之侵。今皆无此具

矣，独大经大法之可寻。维孝弟之真乐，在涵养之日深。充德性之纯和，象祈招之愔愔。毁誉不能动，

富贵不能淫，然后见士之常心。”③此铭中最为人耳熟能详的是“富贵不能淫”一语，原出《孟子·滕文

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④北宋理学家程颢化用孟子之言作

《秋日偶成》诗云：“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⑤罗颂《养心斋》传达的精神旨趣与之一脉

相承。与正宗理学家相比，罗颂文章中的理学思想不算丰富，但通过《徽州修州学大成殿记》《淳安

县学斋堂六铭》等文，实可体察到他对理学的亲近感。

罗愿幼时受的教育大概与罗颂相近，以诗赋为业，故其善词章，《宋史》本传称之为“高雅精

炼”⑥。成年后，罗愿对理学也表现出认同、亲近之意，这在对周敦颐及其他理学士人的表彰方面体

现得相当明显。在宋代理学家构建的道统谱系中，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鼻祖，理学士人普遍十分推

尊周敦颐，如朱熹在《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中说：“窃独惟念先生之学实得孔孟不传之绪，以授

河南二程先生，而道以大明。”⑦罗愿也很推崇濂溪先生，他在多篇作品中表达了敬仰之意。周敦颐

曾通判虔州，南宋时虔州改名为赣州。随着理学的发展，周敦颐在南宋时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赣

州士人为了纪念周敦颐曾在当地任职，修建了一座祭祀濂溪先生的祠堂——爱莲堂。当祠堂将成

之际，罗愿为之作《爱莲堂上梁文》，其序中有言：“濂溪先生早怀斯道，来佐此州。千古师资，孰与洛

中之比？一时宾主，更陪清献之游。”⑧玩味“早怀斯道”等语，难免让人感觉罗愿是将自己视为“斯

道”中人了。罗愿写作《爱莲堂上梁文》时正在赣州通判任上，他还写作了《赣州通判箴》，其曰：“大

庾之阴，庐陵以南，地旷俗贫，民有遁心。罚不可屡兴，粟不可妄敷。流民劝归，旷土乃居。归者有徒，

彼奸孰觎？乱所由生，吏无远谟。匪为民则恤，而为盗乃图。扶持不力，亦佐之辜。在帝仁祖，惠我远

黎，守以清献，而副以濂溪。同心于民，民是以怀。丞臣摄赣，敢告司阶。”⑨这实际上是要以周敦颐为

榜样，规箴自己要以民为心，做个好官。《赣州通判箴》表扬了周敦颐的政绩，于其学并未言及，不

过，《书刘子和行状后》中的段落可作为补充：“君孝友庄靖，学有本原。既使诸生知有濂溪，为之祠

矣，乃曰为发明义理之学，俾沈泳乎圣哲之微言，而践履乎士君子之实地。”⑩刘子和即为刘靖之，前

面提到的爱莲堂应当就是他带头修建的。刘靖之是理学家，见《宋元学案》卷五九《清江学案》，属于

①周密撰，吴企明校点：《癸辛杂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9页。

②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54册），第354-355页。

③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54册），第357页。

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8页。

⑤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82页。

⑥《宋史》（第33册），第11724页。

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5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页。

⑧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59册），第327页。

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59册），第317页。

⑩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59册），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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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张同调”①。罗愿称刘靖之“学有本原”“使诸生知有濂溪”，又称其“发明义理之学”，从中可推知：

罗愿熟知濂溪之学就是义理之学，并十分认可；刘靖之作为后辈理学家，也受到了罗愿的推崇。

罗愿的很多观点也与朱熹等理学家的论述相一致。朱熹、张栻等人是强调义利之辨的，如朱熹

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②故崇义而排利。在义利之辨的问题上，罗愿与朱熹一

样，倡言仁义而排斥功利，其《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云：“功利之说兴千余年矣，

使仁义之说不得行乎其间者，是说者为之蔽也。人莫不狃于趣利，而国莫不锐于有功，功成求得而

志足矣，尚何以仁义为哉？”③对功利之说盛而仁义之说衰的情况十分愤慨。在《厚俗论》中，罗愿也

对世俗“以利害相雠”④的风气作了批评。由这些观点可以看到，罗愿与理学家颇有“同调”之处。

从家学的角度讲，二罗自幼接触理学的可能性不大，但后来他们认识了不少理学家。比如罗

愿，他不仅是刘靖之、刘澄之的朋友，也与理学大家朱熹有交往，曹泾《鄂州太守存斋先生罗公传》

称：“乾淳间，朱文公（熹）、周益公（必大）视为畏友。《淳安县社坛记》，文公自谓不如。”⑤在与理学家

的交往中，二罗难免会渐渐受到一定的影响，从而对理学产生兴趣、认同与向慕之心。罗颀《郢州太

守墓志》载：“益公以此愈加敬。季兄鄂州（罗愿）亦益公所重，故每以二程期之。”⑥在北宋时期，兄弟

二人皆以文学驰名者，有二苏（苏轼、苏辙），周必大器重罗颂、罗愿兄弟，不期之以二苏，而期之以

理学家二程（程颢、程颐），这颇能说明：在当时的一些人眼里，罗颂和罗愿是理学的追随者。《宋元

学案》虽未载录二罗之名，但《宋元学案补遗》将他们补入了《豫章学案》⑦。可见，清代学者也颇能注

意到二罗与理学的亲近关系。

现代学者对二罗与理学的关系不甚关注，大概是因为他们没有留下理学方面的著作。平心而

论，二罗虽对理学产生了向慕之心，但他们恐怕没有形成系统的理学思想。若根据现存的作品来

看，他们的思想是比较驳杂的。总体而言，二罗的成就更偏在文学、史学等方面，因此，我们只说二

罗具有理学志趣。如果要认定他们的身份，可认为他们是具有理学志趣的文人、学者，不必将其视

为理学家。理学志趣，是指对理学有兴趣，有向慕之意。具有这种理学志趣，不一定能形成完备的理

学思想，但具有这种志趣，肯定会对理学思想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在此情形下，二罗的理学志趣自

然会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

三、罗颂、罗愿辞赋中的理学因素 
如前所述，罗颂的《徽州修州学大成殿记》《淳安县学斋堂六铭》与罗愿的《爱莲堂上梁文》《仁

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作品中皆有一些理学因素，此不赘言。这里重点探寻的是

二罗辞赋中受理学影响的痕迹。

首先是罗颂的《寄远辞》。此辞前半幅交代行程路线，难以窥见理学志趣；后半幅表达了个人的

精神追求，其中有云：“至天性之燥湿兮，盖终身陋巷而不厌。非将老无闻之为病兮，且安往而不乐

①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39页。

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72页。

③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59册），第288页。

④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59册），第296页。

⑤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9册），第177页。

⑥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87册），第272页。

⑦王梓材，冯云濠编撰；沈芝盈，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补遗》（第 3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 2199、

2205页。在《宋元学案补遗》中，罗愿名列“朱氏门人”之下，理由是“朱子时称重之”。由于朱熹推重罗愿，便将其列

入“朱氏门人”，这种做法并不合理。从罗愿与朱熹的交往来看，二人可以说是朋友，不该视为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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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贫贱？”“陋巷”用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①之典，“安往而不乐其贫贱”也突出了“乐”之一

字，这正是宋代理学家们津津乐道的“孔颜之乐”。孔颜之乐这个话题是由北宋理学开山周敦颐提

出的，《宋史·周敦颐传》载：“掾南安时，程珦通判军事，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知道，因与

为友，使二子颢、颐往受业焉。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②二程受周

敦颐教诲，自是推崇孔颜之乐，如程颢作有《颜乐亭铭》，内有赞美之辞云：“千载之上，颜惟孔学；百

世之下，颜居孔作。盛德弥光，风流日长；道之无疆，古今所常。”③朱熹对孔颜之乐更有充分探讨，甚

至区分了孔子之乐与颜子之乐的差别：“圣人都忘了身，只有个道理。若颜子，犹照管在。”“虽同此

乐，然颜子未免有意，到圣人则自然。”④在朱熹等理学家看来，孔、颜虽并称，却不在同一个层级上，

孔子是天生的圣人，颜子则是学圣人的贤人，因此孔子之乐是自然的，颜子之乐有勉强的成分。理

学家将颜子定位为圣人之下的大贤，其实并没有贬低之意，恰恰相反，颜子的重要性在理学思想设

计中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因为天生圣人的境界太高，士人难以直接窥见，需要从学贤人这一阶段过

渡一下，正如二程所说：“圣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状。若颜子底一个气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学圣

人，且须学颜子。”⑤这种说法完全为张栻所接受，其在《答胡季随》中便说：“升高自下，陟遐自迩，善

学者志必在乎圣人，而行无忽于卑近，不为惊怪恍惚之见，而不舍乎深潜缜密之功。伊、洛先觉谓学

圣人当以颜子为准的，诚明训也。”⑥陆九渊也十分赞赏孔颜之乐，只不过在他的表述中，习惯用“曲

肱陋巷之乐”⑦称之。罗颂在《寄远辞》中推崇“陋巷之乐”，是要表明自己不慕荣华、安贫乐道的人生

追求。这种人生追求显然正是罗颂理学志趣的鲜明体现。

其次是罗愿的《凤赋》。罗愿的《凤赋》乃仿荀子《赋篇》而作，其极力称颂凤德：“此夫被衮载律

以自喜者与，形可绘而不可致者与，阅岁千百不一当其意者与，凡类其形而圣人其智者与。凌昆仑

而不顿，经弱水而不溺。处则一二，动则万亿。无道先去，有道不匿。以正历纪，以名官职。以调庙乐，

以书帝籍。夫是之谓凤德。”⑧而凤德象征的实际就是圣人之德，《论语·微子》载：“楚狂接舆歌而过

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⑨罗愿在《凤赋》里表达了对圣人之德的赞美，同时寄寓了向慕之

情。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愿《凤赋》表面上描写的是凤，实际上描写的是圣人。圣人是理学家推崇的

理想人格，因此说，罗愿的《凤赋》具有浓重的理学意味。

最后是罗颂的《鹦鹉洲赋》与罗愿的《鹦鹉洲后赋》。此二赋的写作是前后相承的，均属于怀古

赋，而其所怀悼之人则是汉末名士祢衡。当时，罗颂“道鄂如荆”，而黄鹤楼在今天的武汉长江南岸，

正是罗颂沿途路经之地。黄鹤楼名闻天下，罗颂显然是慕名前去游赏了。在黄鹤楼上可以眺望鹦鹉

洲，如唐代诗人孟浩然《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云：“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爱江中鹦鹉洲。”⑩鹦鹉洲相

传是祢衡的葬身之地，故罗颂《鹦鹉洲赋》有云：“登黄鹤之高楼兮，欣徙倚而四顾。何南望而独愁

兮，有正平（祢衡）之遗处。”祢衡因得罪曹操，被曹操遣送给刘表；祢衡又轻慢刘表，又被刘表遣送

给黄祖，后被黄祖所杀。但在罗颂看来，杀害祢衡的罪魁祸首不是黄祖，而是曹操：“当其解衣而慢

侮兮，坐皆惊悸而失箸。吾谓死于渔阳之掺挝兮，何预乎《鹦鹉》之一赋。使英雄初无杀心兮，虽颇困

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5页。

②《宋史》（第36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712页。

③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472页。

④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96页。

⑤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34页。

⑥张栻著，杨世文点校：《张栻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46页。

⑦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页。

⑧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59册），第256页。

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1页。

⑩柯宝成编著：《孟浩然全集》，武汉：崇文书局，2013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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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而终赦。”罗颂认为，即便黄祖不杀祢衡，祢衡也难逃一死：“万一侥幸而脱身兮，终亦无以自全。”

对于祢衡之死，罗颂在《鹦鹉洲赋》里提到了其他人的一种看法：“来者滔滔如江水兮，方攘臂而议

先生。诋文华为浮薄兮，至或以比乎盆成。”①有人说祢衡恃才傲物，他的死是咎由自取，并将祢衡比

作“盆成”。“盆成”即盆成括，《孟子·尽心下》载：“盆成括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见

杀。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

已矣。’”②将祢衡比作盆成括，就是认为祢衡“小有才”，但“未闻君子之大道”，其死也似不足惜。对

于这种说法，罗颂深表不满，他说：“稽建安之事势兮，魏甚菀而汉枯。每不忍其缀旒兮，思忠愤之稍

抒。惟不择其所发兮，遂至于颠沛而阔疏。”在罗颂的解读中，祢衡侮慢曹操，不是因为他个性狂放，

而是因为他忠于汉朝，不愿曹操这个乱臣贼子“缀旒”；他心怀忠愤，不择地而发，终得罪曹操而被

害。祢衡的性格或有可议之处，但罗颂认为祢衡在大节上是无亏的，足以称为忠臣、君子，那些訾议

祢衡不知“君子之大道”的观点，纯属流俗之见。不难看出，罗颂《鹦鹉洲赋》对祢衡之死的思考是颇

有独到见解的。他在赋末又云：“苟吾言之获信兮，犹足以吐千古之不平。”③同时表达了对祢衡被流

俗误解的不平之情。罗愿写作《鹦鹉洲后赋》时并没有亲自登黄鹤楼望鹦鹉洲，他只是读了罗颂的

《鹦鹉洲赋》便续写了这么一篇“后赋”。在此赋中，罗愿表达了他未能亲眼观览鹦鹉洲的遗憾：“览

吊祢之新词兮，惜吾行之不远。”——他送罗颂至江州就返回了。罗愿对祢衡之死的看法与罗颂基

本一致，也认为曹操是罪魁祸首，并对曹操作了更为严厉的批评，如“汉数极而招盗兮，睨龟鼎而欲

移。中不快而辄杀兮，羌甚果而不疑”“嫁恶名于余子兮，盖自以为得计”“量人其何浅兮，谓一世即

此而可欺”“均斗筲其何诛兮，吾将申诘夫曹瞒”。在这些批评之语中，“绝天道蔑孔颜兮，果谁咮为

此鸣”尤为值得注意，此处罗愿将“孔颜”作为“道”的标志性人物，以“蔑孔颜”来痛诋曹操之罪，这

是明显的理学影响痕迹。罗愿当然也肯定了祢衡对汉朝的忠心，与罗颂在《鹦鹉洲赋》中抒发不平

之情略有不同，罗愿在《鹦鹉洲后赋》中抒发更多的是对祢衡的赞美之意：“嘉南州之博衍兮，萃终

古之英豪。贾不遇而赋鵩兮，屈既逐而为骚。风流远以莫嗣兮，江汉日以滔滔。迨先生之继往兮，想

骖驾而游遨。精神炯然不没兮，起风雅而相高。”④在罗愿看来，祢衡是屈原、贾谊之后的又一英豪，

他的精神气节可以彪炳千古，不会因为流俗的议论而湮没。

罗颂《鹦鹉洲赋》与罗愿《鹦鹉洲后赋》中的人物品评隐然受到了理学的影响，这既体现在对祢

衡的赞美上，也体现在对曹操的批评上。罗愿在《鹦鹉洲后赋》中将祢衡与屈原类比，我们也不妨将

二罗对祢衡的赞美与理学家对屈原的称扬作一对比。屈原的人格在南宋理学家那里很受推崇，虽

然他们认为屈原的性格、行为不符合中庸之道，但屈原的忠君爱国之心却是值得表彰的，朱熹的话

很有代表性：“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

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⑤祢

衡性格狂傲，行为不羁，显然也不符合中庸之道，但二罗从对汉朝之忠诚这个角度大力赞扬祢衡，

这与朱熹等理学家对屈原的表彰有一致之处，他们都倾向于从道德的维度品评历史人物，并在祢

衡、屈原身上都看到了“忠愤”“忠君”等品质。理学家对曹操也大都持批判态度，朱熹对曹操的否定

便相当尖锐，直斥之为“贼”：“曹操自是贼。”“学者皆知曹氏为汉贼。”⑥朱熹对曹操的批判在他编纂

的《资治通鉴纲目》中也有所体现。司马光《资治通鉴》在记叙三国这段历史时以曹魏纪年，朱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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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罗颂、罗愿的理学志趣与辞赋创作——从《寄远辞》的作者问题谈起

为这是正统不明，他在《资治通鉴纲目》中改变了司马光的做法，乃以蜀汉纪年。朱熹等理学家对曹

操的批判往往将矛头集中在“汉贼”这一点上。罗愿《鹦鹉洲后赋》有语云“汉数极而招盗兮，睨龟鼎

而欲移”，是将曹操斥为“盗”，“盗”“贼”相通，此“盗”亦即汉贼之意。罗颂在《鹦鹉洲赋》里虽未明言

曹操为汉贼，但若仔细玩味“每不忍其缀旒兮”等语，亦可推知那个妄图“缀旒”的曹操是被视为汉

贼的。身为汉贼的曹操当然缺少忠君之德，这种批评从根本上说也是从道德维度展开的。由此可

见，二罗在赋中对祢衡的赞美与对曹操的批判和理学家对历史人物的品评方式相当一致。

罗颂《鹦鹉洲赋》与罗愿《鹦鹉洲后赋》使用的皆是骚体句式，从体式上讲，二赋又为骚体赋。而

在辞赋各体中，理学家最偏爱的就是骚体，这不仅与理学家对屈原及《楚辞》的推崇有关，更与理学

家的文学观念有关。宋代理学家大都持有相当保守的文学观念，这在北宋周敦颐、二程等人那里已

肇其端。程颐的一段话最为有名，也最具代表性。或问：“作文害道否？”答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

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又问曰：

“古者学为文否？”答曰：“人见《六经》，便以谓圣人亦作文，不知圣人亦抒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所

谓‘有德者必有言’也。”①理学家们一方面瞧不起文章之学，甚至提出了“作文害道”说；另一方面又

不完全排斥文学，因为“有德者必有言”，古之圣人也是写文章的。面对辞赋各体，理学家这种保守

的文学观念决定了他们的偏好。在他们看来，逞辞大赋过于铺采摛文，骈赋、律赋又过于讲究对偶

与声律，只有散体小赋和骚体赋比较符合他们的文学观念。理学家又推崇屈原的忠君爱国之心，对

骚体赋难免格外偏爱。朱熹在《与程允夫书》中说：“《离骚》，辞赋之宗。”②他著有《楚辞集注》一书，

并写作了《感春赋》《空同赋》等骚体赋。陆九渊在《与程帅》中有言：“《子虚》《长杨》之赋作，而《骚》

几亡矣。”③从这句话也不难看出陆九渊嫌弃《子虚赋》《长杨赋》等逞辞大赋，他相对喜欢的是骚体

赋。张栻等理学家也往往有这种赋体偏好。在二罗辞赋中，除了模仿荀子《赋篇》的《凤赋》，另三篇

辞赋都属于骚体作品，这也可以说是受到了理学的浸染。

综上所述，罗颂、罗愿对理学颇有向慕之心，他们的理学志趣对辞赋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具体表现在情志抒发、人物品评、体裁选择等方面。在理学视域下观照南宋辞赋，朱熹、张栻、杨简

等理学家的作品更容易受到关注，而像罗颂、罗愿等文人的作品往往被忽视。事实上，理学在南宋

的影响力很大，一些严格意义上并非理学家的文人的文学创作也会受到理学的濡染，罗颂与罗愿

的辞赋就是很好的证明。揭示罗颂、罗愿辞赋中理学因素的意义也许正在于此，它提示我们：当考

察理学对南宋辞赋的影响时，那些一般文人的作品也不宜轻易放置一旁，而应在仔细分析文本、深

入了解作者的基础上，判断其是否与理学存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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